
[编者按] 历史理性这个主题， 在过去 200 多年的西方哲学与史学理论研究中， 均有其不可忽

视的地位。 康德以降， 对于历史理性的探讨一直在本体论与认识论之间游移。 我国学者何兆武先

生、 刘家和先生亦加入其中， 尤其后者在 《历史理性在中国古代的发生》 一文中明确指出， 历史

理性实际包括 “历史的理性” 与 “史学的理性”。 在此思路之下， 本专栏邀请国内 4 位史学理论

和历史哲学研究者专论于此， 试图推进学术界对历史理性这一主题的研究与理解。

彭刚论及历史理性与历史感， 视历史理性为人们把握过去时的精神结构和智力装备， 而历史

感作为历史理性的题中之义， 却不容易用概念化的方式来把握。 历史感， 有如人事变易无常的意

识、 对于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异同的敏锐感受、 开放而自我克制的历史想象力等等， 作为个体体

验， 要将其纳入理论阐释之中有其困难。 史学理论对它的研究正是要提醒史学家们在理论与实践

中逐渐产生对这种丰富而多样的 “非理性” 要素的自觉与反思， 如此就有可能为深化对于历史感

的认识提供更加丰厚的基础。

吕和应和董立河在德国历史理性批判的传统中， 分别梳理了德罗伊森和狄尔泰的历史理性批

判思想。 吕和应认为， 德罗伊森是狄尔泰的先驱， 因为狄尔泰在 《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

中对诠释学三要素： 体验、 表达和理解的系统阐述， 德罗伊森已经在 《历史知识理论讲义》 中初

具雏形。 尽管德罗伊森只是为 “历史科学” 奠定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 而狄尔泰则是为整个 “精

神科学” 奠定认识论基础， 但德罗伊森在总体结构上所具有的系统性却是狄尔泰难以比肩的。 吕

和应以当代历史哲学的发展为参照， 反思并评判德罗伊森 “系统论” 思想的前瞻性及其中鲜明的

实践特征， 认为它既是一种历史哲学， 也是一种政治哲学， 后人的遗忘， 实为遗憾。

董立河的分析从狄尔泰为德国历史学派中的历史主义思想提供认识论基础切入。 在阐述了狄

尔泰历史理性批判的康德来源之后， 他指出， 狄尔泰对于 “内部经验的意识事实” 之关注， 表现

出与康德的分歧所在。 在狄尔泰那里， “体验” 是其认识论中的核心范畴， 并且在他看来， “体

验”、 “生命”、 “实在” 和 “历史” 实际上是同一的。 狄尔泰的认识论中其他几个主要范畴， 如

“生命的表达”、 “理解” 和 “概念化”， 它们与 “体验” 一起， 架构起历史理性批判体系， 它表现

为一种调和历史主义、 抽象理性主义、 非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结果， 同时也成为狄尔泰在知识

的相对主义状况和人类的客观主义诉求这样的二难困境中找到的一条出路。

陈新的研究旨在分析历史叙事中历史理性的表现方式。 他认为， 历史理性作为一种对于历史

的反思性力量， 首先表现为对前提假设的自觉意识； 而历史学作为一门使用日常语言的学科， 日

常生活中的理性思维也就成为了历史理性的合法性来源之一。 人们在生活具有的自觉意识、 合乎

常识的思维方式， 以及对效率和经济的追求， 正是理性施展其作用的途径。 他以戴维斯的 《马

丁·盖尔归来》 为例， 分析了作者在历史叙事中是如何运用日常生活的种种原则， 如因果逻辑、

连续性期待、 个人效能规则、 社会行为规范等等， 以达成文本的 “可理解性”。 最后， 陈新指出，

在历史叙事中， 历史理性实则呈现为一项服务于历史学家自身目的的计划， 而合目的性、 合规律

性， 均出自认识主体的设计。 倘若如此， 我们或许需要重新梳理 18 世纪以来有关历史理性的思

考史， 并探讨它与具体历史学实践之间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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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中文和西方主要语言中， “历史” 一词都有双重的内涵。 它既指客观的历史过程， 也即常识所谓

的 “过去”， 又指人们对过往所发生的一切的记载、 整理、 编排和解说。 与此相应， “历史理性” 也有双

重的内涵。 对应于 “历史” 的第一重内涵， “历史理性” 指的是人类历史过程中所固有而可以为人们在

一定程度上所领会和揭示的规律、 目标、 动力机制等； 对应于 “历史” 的第二重内涵， “历史理性” 则

指的是人们在面对过往历史时所凭藉和展示出来的认识、 领会和把握过去的精神结构和智力装备。 刘家

和先生由考释 “理” 字的古义而提出： “历史理性 （historical reason） 实际也就包括历史 （作为客观过

程） 的理性 （the reason of history） 和史学 （作为研究过程） 的理性 （the reason of historiography）， 简易

言之， 就是探究历史过程的所以然或道理和探究历史研究过程的所以然或道理”， [1] 意思与此相类。

自古希腊以来， 西方思想的传统就是要从流变不居的现象背后找出不变的东西， 从千姿百态的差异

中找出统一性。 这也就是后来德里达所说的那种西方传统中根深蒂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现代哲学的鼻

祖笛卡尔将历史学排除在知识的范围之外， 就是因为在他眼里， 历史不过是各种杂乱无章的事件的堆

积， 看不出有什么希望能够从中得到数学那样的确定性。 然而， 从历史中发现线索、 模式和意义的努

力， 却从来就和历史意识的萌生相伴相随、 不绝如缕。 如果说， 奥古斯丁的 《上帝之城》 是要以神意来

贯穿人类的历史过程， 从维科的 “天意” 到康德的大自然那幕 “隐蔽的计划”， 则是要将神学视野下的

人类历史观世俗化， 将历史的线索和模式重新置入人类历史本身。 黑格尔明确地宣称， “理性统治着人

类历史”， 但这理性不是外在的神意， 而是内在于现象世界。 不同历史场景中的人们在表演各种活剧时，

表面上似乎只是在追逐着自己的目的， 但更为广大的东西却蕴含在其中， 个体乃至群体的行动总是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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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史学实践的范围内， 历史理性可以理解为人们在把握过去时的精神结构和智力装备， 历史感

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对于人事变易无常的意识、 对于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异同的敏锐感受、 健全的历史

观、 开放而自我克制的历史想象力、 微观研究与宏观视野的结合， 都是历史感在史家史学实践中的具体体

现。 分析学派的和叙事主义的史学理论都未能将历史感纳入自身的研究焦点。 史学理论的当前转向为历史理

性和历史感得到更为清晰的理论阐发提供了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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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本身意图之外的结果， 历史过程在不同阶段的目标就借此得以实现。 黑格尔这一 “理性的狡计” 的

概念， 在唯物史观的创始人那里， 被进一步表述为， “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

发展的杠杆”。 [2] 自从黑格尔以来， “历史理性” 常常被理解为这样一种观念： 人类历史乃是一个同时具

备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客观进程， 历史规律是同自然规律一样不容违背的铁的法则， 人在历史过程

中的创造性和主动性在于， 在认识到此种规律之后自觉地顺应和推进它的实现。 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后， 历史哲学这一学术领域因为 “冷战” 的世界格局而格外地具有意识形态色彩， 在波普尔和哈耶克

等人的巨大影响下， “历史理性”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变成了几乎与 “历史决定论” 同义的贬义词。 在中

文语境中， 我们也可以见到同样的情形。 ①

历史研究的一个前提在于， 历史学家相信， 过去是有意义而可以理解的。 离开了这样的前提， 历史

学就没有了立足点。 自 19 世纪历史学职业化以来， 在很长一段时期当中， 历史学家们认为， 整体的历

史有着统一的模式， 即便自己无法将它辨识出来， 但每个历史学家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中辛勤耕耘的结

果， 就是将这一模式中某个哪怕再微小不过的部分呈现出来， 最终， 百川归海， 无数个微小的部分终将

汇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当今的许多历史学家已不再持有这样的信念了， 但是即便如此， 即使放弃了对

于整体意义和模式的信念和探求， 他们也不会认为， 自己手头正在从事的研究所要处理的过去的某个侧

面和片段， 其实是没有意义和无法了解的。 历史整体之为无意义与历史片段之为有意义， 这两者之间其

实并无冲突。 就此而论， 相信历史过程 （或者至少是其中的某些侧面或片段） 有其 “所以然” 和 “道

理”， 是历史学家将自己的精神结构和智力装备施展在它上面的前提条件。 而历史过程本身的 “所以然”

和 “道理”， 则有赖于历史学家的工作将其 （虽则未必完备） 揭示出来。 倘若历史理性指的是人们尤其

是历史学家探究过去的活动中的 “所以然” 和 “道理” 的话， 它就不是单纯的逻辑推论意义上的科学理

性， 而是包含了更为复杂的移情、 想象等复杂的精神活动和能力在其中。 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可以说，

两重意义上的历史理性其实是互为前提、 互相依赖而又彼此不可须臾离弃的。 ②

二

20 世纪前期之后， 以揭示历史过程的线索、 意义和模式为特征的思辨的历史哲学日渐衰颓， 其后

虽间或有着复兴的努力， 但至今未有公认为成功的例证。 历史哲学的主流成了对于历史学家认识历史的

活动的哲学反思。 直到现在， 在西方的学术语境下， 历史哲学与史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同义词。

如果说历史学家关注于对历史的认识， 那么， 史学理论家关注的则是对于此种认识的认识。 换言之， 对

前述第二种意义上的历史理性的考察， 正是史学理论这一学科的使命。 正如文学家往往未必关心文学理

论， 而文学理论未必直接有助于文学家的创作一样， 史学家未必就关心史学理论 （甚至在史学家群体当

中， 由于历史学终究是一门经验性的学科， 还存在着对于理论的轻视和防范）， 史学理论也未必直接有

助于历史研究。 然而， 也如同文学理论能够更好地帮助文学家达到对自身活动性质的自觉， 史学理论也

同样有助于历史学家对于自身活动的性质获得更清晰的自我意识。

在历史学家的精神结构和智力装备中， “历史感” 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是历史理性的题中应有

之义。 恩格斯曾经赞扬过黑格尔思维方式中的 “巨大的历史感”， 但他所说的历史感， 更多地指的是后

①如刘小枫在其 《拯救与逍遥》 （修订本，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中就多处在这样的意义上来使用

“历史理性” 或 “历史理性主义”， 如， “历史说明一切， 证明一切。 历史哪怕制造了最野蛮、 最荒唐的德行， 都可以从

历史自身得到合理说明。 人们不敢质问历史理性的野蛮， 因为历史理性是客观的， 有自己的自然律， 不以人们的意志为

转移。” （第 60 页）
②需要说明的是， 这一概括并不适用于当前西方后现代语境下所有的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 比如， 在持叙事唯心

论 （narrative idealism） 立场的理论家如明克 （Louis Mink）、 怀特 （Hayden White） 和安克斯密特 （Frank Ankersmit） 等

人看来， 过去本是混沌一片， 融贯性、 统一性和形式是史家外在地加之于过去之上的。 如果说， 康德认识论的立场可以

概括为理性为自然立法的话， 这样一种史学理论的立场也可以概括为， 历史理性就是史家为历史立法。

87- -



者对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模式、 机制和意义的寻求。 ① 如果说历史学关注的终究是时间中的人事， 对于

人事变易的敏感就是历史感的首要内涵。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 时间流逝， 人事不再， 而认识

到这些人类过往的经历并不因其流变不居而丧失了让人们记忆和探究的价值， 乃是历史意识萌生和历史

学出现的前提。 古希腊 “历史学之父” 希罗多德在他的史著的开篇就提到， 他撰写自己的著作是 “为了

希腊人和异邦人所创造的令人惊异的各个成就， 不致因年代久远而湮没无闻。” ② 今天我们通常所说的

历史感， 则更多指的是对于历史场景中人们的活动、 情感和生活方式有着符合其历史处境的了解， 而不

至于犯历史学家们往往指责别人、 也经常受人指控的错置时代的错误 （anachronism）。 这种意义上的历

史感， 在思想史和史学史上， 是与 19 世纪德国历史主义的兴起分不开的。 梅尼克认为， 在现代思想史

上， 人们在面对历史的思维方式上的这场革命， 唯有人们在面对自然世界的思维方式上所发生的那场机

械论的革命， 能够与之媲美。 [3] 历史主义的要义， 一是把历史考察的对象放置于一个发展流变的过程中

来加以考察， 二是强调个体性， 突出历史个体 （无论这一个体是个人、 民族、 文明还是某一时代） 的独

一无二的个性。 今日中文世界中常见的 “要历史主义地看问题” 这样的说法， 大抵不出此意。

我们之所以能够对不同时代、 不同文化的人们有所理解， 是因为他们与我们有着相同相通之处。 人

与人之间如果没有 “东海西海， 心理攸同” 的方面， 我们就无从理解他人， 尤其是处于别的时代和文化

中的他人。 而我们之所以需要理解不同历史处境下的他人， 一个重要的原由， 就是他们与我们的差异，

可以帮助我们意识到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预设的多样性。 对于历史学家而言， 过去与当下相通， 因而理

解历史成为可能； 过去与当下相异， 因而理解历史成为必要。 过去与现在的差别， 不光是较易察觉到的

物质条件方面的， 还有不那么显眼然而完全可能相去更远的精神世界方面的。 比如， 如约翰·托什所说，

现代人理所当然地将自然视为审美对象， “但中世纪的男人和女人们却对森林和高山感到恐惧， 并尽可

能地远离它们。” 18 世纪晚期， “在伦敦公开执行的绞刑经常会吸引三万或更多的人观看， 观看者既有

富人、 也有穷人， 但通常女性多于男性。 他们的动机是各种各样的……但所有人都会全神贯注地看完残

酷的行刑过程， 而今天的大多数人却会由于恐惧而回避。 更近的一些时期也许不是如此陌生， 但我们仍

然必须对许多确实存在差别的证据保持警醒。” [4] 历史感在诸多杰出史家那里， 常常体现为对于时代差别

的清晰敏锐而又细腻准确的感受。 无怪乎英国史家屈维廉会认为， 历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 “与别的时代

相比较、 相对照来观看自己的时代， 从而使人觉察到自己时代的特性。” [5]

西谚云： 太阳之下无新事。 然而， 与此同样真确的还有另一条谚语： 历史绝不重复。 过去与现在、

各种相似甚而看似无关或相反的历史现象之间， 既有相通相同之处， 又复有其相异相分的地方。 历史感

的一个表征， 就是对于这些异同的高度敏感和恰切把握。 从这个意义上说， 一切历史研究就都是一定程

度上的比较研究， 而对异同的敏感和辨析则是历史理性的重要功能。 而异同之辨也即如何看待和判定两

个以上对象之间的同与异， 往往是一个依视角而异的问题。 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 “在某一意义上， 一

切事物都是可以引合而相与比较的； 在另一意义上， 每一事物都是个别而无可比拟的。 ……按照前者，

希腊的马其顿 （Macedon） 可比英国的蒙墨斯 （Monmouth）， 因为两地都有一条河流。 但是， 按照后者，

同一河流里的每一个水波都自别于其他水波。” [6] 焦点放在同的层面与放在异的层面， 扩而充之， 就会产

生 “自其异者而视之， 肝胆楚越也； 自其同者而视之， 万物皆一也” [7] 的判然有别的视角效应。 过往的

历史常被人比喻为 “异国他乡 （foreign country）”， 要避免在对某个时代人们的理解中带入别的时代尤其

是理解者自身时代的先入之见， “误认他乡为故乡”， 历史学家需要时刻警醒到， 每一个时代、 每一个历

①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 《马克思恩 格 斯 选 集》第 2 卷， 北 京： 人 民 出 版 社，
2001 年， 第 42 页。 恩格斯在同一段话中是这样来评价黑格尔的： “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 有一种内在

联系的人。”
②转引自于沛、 郭晓凌、 徐浩： 《西方史学史》，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年， 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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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场景与别的时代和历史场景的差异。 然而， 如果异国他乡的人情世故与故乡的完全没有相通相类之

处， 我们又如何能够对其达到甚至是体贴入微的了解呢？ 过去与现在之间有同， 过去才可能为我们所理

解。 历史理解常常是通过对那 “异国他乡” 的探究， 变未知为已知， 变陌生为熟悉。 就像人类学家吉尔

兹将巴厘岛上土著的斗鸡游戏条分缕析， 让西方读者感受到其中的文化政治内涵那样， 历史学家也让

14 世纪法国一个小乡村的社会生活 （勒华拉杜里的 《蒙塔尤》） 和 16 世纪意大利一个乡村磨坊主的宇

宙观 （金兹堡的 《奶酪与虫》） 为当今繁华都市的读者所理解。 当代微观史的这样一些成功的典范， 之

所以吸引了大量历史学界之外的公众，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让读者觉得， 它们所关注的过去的人们

与 “我们” 并无不同， 他们的希望、 恐惧、 爱与恨， 离我们并不遥远， 而完全可以让我们感同身受。 然

而， 这些与 “我们” 在某些层面并无不同的历史对象， 之所以吸引了普通读者和历史学家， 又是因为他

们毕竟过着与我们不一样的生活， 有着不同的世界图景、 交往模式和价值预设。 对于历史理解而言， 对

差异的关注也许更为紧要。 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 荷兰史学理论家安克斯密特才强调， 历史学要 “力图

消解那些看似已知的和不成问题的东西。 它的目标不是将未知之物还原为已知之物， 而是将看似熟悉的

东西陌生化。” [8] 换言之， 变已知为未知， 变熟悉为陌生， 也同样是历史理性在过去的疆域之上腾挪闪跃

的一种方式。 历史感在一个重要层面上， 就表现为对于过去与现在的同与异的敏锐意识。

三

评判某一个特定的历史理解是否成功， 当然有着多种因素和标准。 在必须满足历史学在长期发展过

程中所积累起来的对于史料运用的史家技艺的要求之外， 有时候， 我们甚至会仅仅因为某种历史理解所

采用的史料或者其建构的历史世界违反了我们的经验常识而拒斥它。 正如伯克霍甫所说， “一种历史的

真实性， 也可以根据它是否能够很好地与读者关于世界是如何运转的理解和经验相符合来加以判断。”
[9] 根据天意或神意 （或者至少是直接介入人事的天意或神意） 来解释过去事件的历史理解， 在古代和中

世纪史学中曾经颇为盛行， 如今在学界中却很少有人能够接受， 因为它与我们如今关于人类世界如何运

转的理解无法相容。 依据正统观念来评说王朝兴替的做法， 也早就落伍， 因为人们不再持有类似的政治

理念。 把政治人物和事件当作唯一的历史重心的史观已不再当行， 因为人们对于影响历史演变的更为多

样而复杂的因素有了更加深入的领会。 科学史 （比如数学史） 上不乏不谙世事的天才， 史学史上的史学

大师却不能缺少 “世事洞明， 人情练达” 的健全理智。 我们难以想象， 毕生静坐书斋的历史学家， 对于

追逐权力的欲望如果完全陌生， 却能够勾勒出具有说服力的政治史的图景； 对于资本逐利的疯狂热情没

有体会， 却能够对现代经济史的某些片段给出有效的解释。 这样的健全理智， 在包含了对于世界如何运

转的深入了解、 更加开放和包容的价值观之外， 还需要历史学家具备开放而自我克制的想象力。 在这

里， “开放” 指的是， 这种想象力包罗甚广： 在习见的史料之间发现隐微而重要的联系， 于他人看来题

无剩义之处探幽发微， 别有胜解； 提出能够给旧有的领域带来崭新视角的新问题的能力； 对于人性在各

种条件下的可能性有所洞悉等等。 “自我克制” 则指的是， 历史的想象应该自觉地受到史料和现实世界

可能性的约束。 离开了历史想象力， 历史感就无从谈起。 德国历史主义传统从一开始就强调， 历史理解

端赖于历史学家将自己 “同化” 于研究对象； 后来这一传统所着意阐扬的 “移情” （也即史家设身处地

了解历史当事人所思所为， 以达到与研究对象的 “心通意会”）， 以及与这一传统渊源颇深的克罗齐所强

调的对历史对象的 “复活 （re-live）”， 柯林伍德所强调的对于历史当事人思想的 “重演 （re-enact）”，
都意在借此达到对于特定历史处境下当事人行动和思想的切身了解。

历史想象力之外， 持平的历史观也是历史感的要素。 历史学并不是或不止于是史料学， 史料本身并

不会自动地构成一幅幅历史图景， 而历史学家在选择将何种史料所表征的历史事实纳入自身的历史图景

并将其置于何种具体位置时， 总是或明或暗地要依赖于自身或隐或显的历史观。 这里的 “历史观”， 指

的是对于哪些因素在历史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以及如何考虑它们的相对优先性的总体看法。 即便不是

特定意识形态或哲学的皈依者， 历史学家也无法不具有这样那样的史观或者摆脱自身的史观来从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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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 虽然不同的史观纳入考虑的可能是不同的因素的组合， 不同的史观置于优先地位的因素也各有不

同， 而难以达成一致； 但其间并非就全然没有了高下优劣的分别。 一方面， 它们都不应该违背我们对于

世界如何运转的常识经验， 另一方面， 它们虽然将光亮投射到过去的不同侧面， 但其各自解释能力的大

小并非就没有分别， 而这反过来又是评判它们高下优劣的一个指标。

从一个侧面来说， 历史感也体现为均衡感和分寸感。 列宁说过， “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 随时都

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 ① 这在史学研究中是最常见不过的现象。

在特定的研究领域， 经常存在着相互矛盾或相互差异、 但都满足可作为史料利用的历史学规则而无法依

据史学 “家法” 将其简单排除的史料。 要在这样的史料中作出选择和鉴别， 在多大程度上将某一史料所

涉及的具体情形视为更为普遍的现象的反映抑或只是少数特例， 如何在众多史料中利用其中一部分勾勒

出一幅历史图景， 这既是历史学家施展其才、 学、 识的场所， 也是引发史学争议的聚讼之地。 ② 史学史

上有关特定历史解说的争议， 当然可能涉及到具体史料的真伪和可信度， 在更多时候、 同时也使得争议

难以达成一致的， 却往往是这样的问题： 何种史料才更具超出其特定语境下的更为普遍的 “意义”？ 此

种 “普遍” 性的边界和限制何在？ 哪些史料才更有资格进入史家关于这一论题的历史图景， 哪些史料是

绝对不可以排除在这样的图景之外的？ 历史学固然要求真， “无征不信” 的原则是历史学作为一门经验

科学所永远不能舍弃的立身之本， 然而， 完全由符合史学家法的史料建构成的历史图景， 却完全可能被

绝大多数人认为是不能接受的扭曲的历史画面。 换言之， 在历史研究中， 给出一幅让人认为可接受的

（acceptable）、 说得通的 （plausible） 或者 “对 （right）” 的图景， 远非只是该图景中所包含的史料都无可

挑剔地为 “真 （true）” 就能做到的。 只因为这一点， 历史学就无法被简单地归之于史料学。 社会科学理

论与历史学的融合， 当然可以帮助历史学家更好地把握特定史料的意义， 并将其放置到历史图景中的某

一具体位置。 但即便是在高度社会科学化的史学样式中， 更毋庸说在传统的和后现代语境下的叙事史学

中， 史家在选取和利用史料构筑历史图景时的均衡感和分寸感， 对于具体史料能够表征的 “意义” 的高

度敏感， 这样一些难以归入寻常 “逻辑理性” 而常被人们称之为 “匠心” 或 “史才” 和 “史识” 的因

素， 正是古今中外的史学大师身上最为人称道和折服之处。

历史学的碎片化， 在当下经常是最为人诟病的后现代条件下的史学病灶。 一方面， 史学研究更加关

注日常生活、 边缘群体、 文化表征等等， 史学领域的进展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史学家 “对于越来越

小的事情知道得越来越多”； 但另一方面， 近年来全球史等领域的勃兴和长足发展， 也表明历史学对于

宏观视野和综合的需要和努力并未歇止。 曾经有人感慨， 马丁·盖尔 （娜塔莉·戴维斯的微观史名作 《马

丁·盖尔归来》 的主人公） 变得比马丁·路德更加知名， 当下的历史研究必定是出了问题。 [10] 其实， 当下

史学发展所遇到的困境， 更其在于 “自下而上的历史不会补充自上而下的历史， 而是会使任何综合的努

力破碎”， ③ 两个层面的史学进展趋势似乎还不能呈现出有效整合的前景。 但是， 具体的历史学研究的

意义和价值， 并不完全取决于其研究对象的大小和重要与否 （且不论大小和重要性总是相对于人们所要

观照的特定的历史脉络而言的， 就仿佛对于特定个体的生活而言， 平常至极的家人比之叱咤风云的大人

物远为重要）。 藉藉无名的小人物、 过往不为人知的发生在僻远之地的小事件， 也可能折射出特定时代

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世界， 让我们从 “一滴水中看出整个世界”。 伊格尔斯曾评论道： “……微观历史

学家们尽管是专注于地区史， 却从未丧失过更广阔的历史与政治语境的眼光”， ④ 可算是持平之论。 实

际上， 在传统史学研究中， 从来不乏于微观研究中展现宏观视野， 由小问题着手， 而得出更具宏观和普

①转引自李伯重： 《理论、 方法、 发展趋势： 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第 124 页。
②李伯重在 《“选精”、 “集粹” 与 “宋代江南农业革命” ———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 一文中， 对经济史研

究中与此相关的学术现象进行了有趣而深入的分析。 同上书。
③这是托马斯·本达 （Thomas Bender） 的观察， 见伯克霍甫： 《超越伟大故事》， 第 281 页。
④格奥尔格·伊格尔斯：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 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 何兆武译，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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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意义的史学研究的案例。 不管史学样式如何变化， 见 “微” 而能知 “著”， 由 “小” 而能见 “大”， 当

是史家历史感中始终不可或缺的成份。

四

如果说， 史学理论的任务是阐明体现在历史学家历史认识中的历史理性的话， 从理论上来深化对于

历史感的认识， 就是史学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上世纪 70 年代之前作为史学理论主要范式的分析学

派， 是以探讨历史解释的特性为其核心论题的。 安克斯密特照常规的看法， 将分析学派的基本理论倾向

区分为主要的两个路数。 概括率的模式 （covering law model） 肇始于亨佩尔的名文 《普遍规律在历史中

的作用》， [11] 这一路数认为， 任何成功的历史解释， 都是将特定的历史现象纳入某种一般性规律中才得以

实现。 安克斯密特所说的另一路数即逻辑关联论证 （logical connection argument） 模式， 则源于柯林伍德

所强调的， 只有对历史当事人的内在思想有了充分的把握， 才能对历史现象达到深入的理解， 而此种把

握端赖于历史学家对研究对象内在精神世界的成功 “重演”。 在安克斯密特看来， 无论是前一种路数所

表现出来的对于普遍规律的倚重， 还是后一种路数所假定的历史学家对于历史对象精神世界的复原能

力， 都 “表现出来了历史感的缺失”， 它们 “似乎公然地或者暗中接受了休谟的名言 ‘在所有民族和时

代， 人们的行动中有着巨大的一致性， 人性在其原则和运作中保持不变’。 此种对于历史变迁的迟钝，

在概括律模型中表现为它所应用的概括律的宽泛性， 而在分析的解释学中， 则是必须预设历史学家的思

想与历史学家所研究的历史行动者的思想和行动之间的相似性。” [12]

用我们前面的说法， 安克斯密特对分析学派史学理论的批评， 似可概括为对其 “有见于同， 无见于

异” 的指责。 在上世纪 70 年代之后， 取代了分析学派而成为史学理论主要范式的叙事主义史学理论，

不再聚焦于历史解释的模式这样的认识论问题， ① 而是以作为历史学家工作起点和最终产品的历史文本

作为关注对象， 开启了历史哲学或史学理论领域的 “语言学转向”。 这一转向汲取了来自语言哲学、 文

学理论等其他领域的学术资源， 以历史文本整体作为自身考察的对象， 在引发各种争议、 反感和批评的

同时， 也因其开辟了崭新的理论视角而取得了实质性的学术成就， 改变了人们对于历史学家工作性质和

历史学学科特性的若干传统认识。 譬如在这一理论范式之下， 人们认识到， 历史学因其承载工具是 “日

常有教养的语言”， 从而具有不透明的特性， 无法毫无扭曲和不加损益地将 “过去的真实面目” 传达给

读者， 而总是渗透了史料制作者和史料阐释者的价值倾向、 审美偏好、 政治立场等各种 “主观” 因素；

历史文本的整体的特性， 不是构成它的对于历史事实的单个陈述的简单总和， 所有陈述都为真的某个历

史文本， 完全可能被人们普遍视为无法接受的扭曲了的历史图景； 如此等等。 然而， 在对其理论创获给

予充分的肯定的同时， 我们也应看到， 对历史文本的关注或者将历史学文本化的这样一种思路， 不可能

将历史理性和历史感放在理论反思的显著位置， 而只会将其排除在自身的议程之外， 从而， 其 “历史感

的缺失”， 比之分析学派只会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叙事主义史学理论强调的是， 历史文本给我们提供了观察过去的某种视角， 历史学家的语言成为我

们与历史实在之间的中介。 将历史学文本化， 成为这一理论范式最根本的特征。 [13] 德里达的 “文本之外，

别无他物” 的命题， 在叙事主义史学理论这里， 虽则不能像它常常遭人误解的那样， 被归结为否认过往

历史过程的实在性， 但历史学家无从突破语言的藩篱而直接触及到过去本身， 却是其确切无疑的内涵。

史学理论的这一 “语言学转向”， 也因为语言本身的局限， 而带来这一史学理论范式自身所无法克服的

缺陷。 语言帮助我们把握世界， 然而， 一方面， 语言总是难以完满传达意义； 另一方面， 历史文本因其

社， 2006 年， 第 144 页。 戴维斯也曾就 《蒙塔尤》、 《奶酪与虫》 和她自己的 《马丁·盖尔归来》 说过： “这三本书全都

认真地对待地方性文化。 然而， 它们也关注经验和长时段的传统以及思想结构。 ……这三本书全都希望对于超出它们所

研究的个案之外的过程能够得出某些洞识。” （见 《新史学： 自白与对话》， 第 74 页）
①安克斯密特在 “The Dilemma of Contemporary Anglo-Saxon Philosophy of History” 中就径直将分析学派的两种路数

都归结为 “认识论传统” 的历史哲学或史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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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文字制品” 而具有的特点， 使得它必定是海登·怀特所爱说的“对于过去的驯化 （domestication of
the past）”， 正如任何即便是现实主义的艺术形式， 都必定在凸显了实在的某些面相的同时又遮盖了另一

些一样。 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 曾经继海登·怀特之后引领了叙事主义史学理论发展新阶段的安克

斯密特本人， 又率先提出了 “历史经验 （historical experience）” 的范畴， 试图以此超越叙事主义的理论

视野而开辟史学理论的新路向。 无论是安克斯密特等人的 “经验”， 还是史学理论领域的新锐人物鲁尼

亚 （Eelco Runia） 的 “在场 （presence）”， 其理论旨趣都在于， 试图从理论上把握历史学家所可能达到

的对于本真的过去的切身体验。 历史学家是如何通过长期浸淫于史料之中， 聆听到如赫伊津伽所说的

“过去的呼唤 （the past’s call）”， 感受到 “如其所是” 的过去， 成了这种史学理论新趋向的核心问题。

如果说， 历史感的一个重要内涵， 就在于史家能够在意识到自身时代与另一时代的差异的同时， 真切地

体验和感知到过去， 那么， 此种理论转向就可以说是将历史感置于了史学理论的中心位置。

史学理论应当关注史学实践， 以反思史学实践作为自身的主要任务。 它既应该关注比如历史解释的

模式、 历史文本的特性等相对比较容易在概念化层次上加以理论阐明的问题， 也应该关注更具有个体体

验层面的内涵因而相对难以概念化、 理论化的论题。 正如美学理论要从理论上解释审美经验和审美感受

的多样性， 宗教学和心理学要从理论上来解释不乏神秘意味的宗教经验一样， 史学理论也需要在研究历

史学家职业活动中更多逻辑理性意味的成份之外， 致力于阐明历史理性中那些更为复杂、 仿佛奥妙无穷

而又独具个性色彩的要素。 安克斯密特等人的努力至今并未得到太多认可， 因为在不少人看来， 他笔下

那过于私密而仿佛带有神秘意味的 “历史经验”， 难以在理论交流的层面上得以向前拓展。 然而， 理论

思考总是要致力于将从来认为难以概念化的东西以别出心裁的方式加以概念化， 尽管这样的概念化永远

无法穷尽它所要探讨的对象的奥妙之处。 就此而论， 更密切地考察史学实践中历史学家历史理性和历史

感的丰富而多样的体现， 就是史学理论对其达到更为深入的理论认识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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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housing field. In order to keep local governments to effectively carry out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mea -
sures, the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 has also been introduced. However, the effect of the real estate regulation
has proved it meager and there has been very difficult to bring local governments accountability under the cen -
tral directives. This paper analyzes main factors and institutional root for the accountability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to tackle them in its conclus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s’ Experience and Identity in Government Posts and Their En-
try into the Industries with High Barrier

Li Kongyue, Xie Lin, and Song Lihong 74
Numbers of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entrepreneurial connections with government can help their firms ac -

quire essential resources a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for firm development. Employing ‘The Survey of Chinese
Private Enterpris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 with different origins on the en -
try of high-barrier industr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litical connections from political experience are more
embedded and help promote firms to enter high-barrier industry and intensify the effects as the marketization
goes on. However, the political connections from political identity are more transactional and don't help firms
enter high-barrier industry and do not weaken its negative effects as the marketization develops.

Ethical Leadership and Harmony Spirit in Chinese Organizations
Qin Dajia and Yang Shaogang 80

The paper links the unique cultural idiosyncrasy ‘harmony’ in China with ethical leadership at workplace.
Using quantitative methods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ethical leadership on harmony in Chinese organizations,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employee-rated ethical leadership significantly relates to employee-perceived harmony
in eight dimensions, included self-harmony, harmony with colleagues, that with team, that with supervisors, that
with managerial systems, that with other departments, and that with the highest leader in it, as well as harmony
between an organization’s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The findings also show that organization, work -
force, and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may influence employees’ attitude towards their organizations in the
Chinese context. For instance, female employees seem to perceive more harmony with their supervisors, lower
educated workers perceive more harmony between an organization’s external and internal environment, and the
employees of a firm with recent lay-off may perceive less harmony with colleague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are particularly discussed in details.

Historical Reason and the Sense of History
Peng Gang 86

In the sphere of the practice of historical study, historical reason can be understood as the spiritual struc -
ture and intellectual equipment by and with which the historians try to comprehend the past. The sense of his -
tory is the core of historical reason. The consciousness of incessant changeability in human events, the sensitivi -
ty to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resent and the past, a sound outlook of history, an open-
minded but self-controlled historical imagination, the combination of microscopic historical study and macro -
scopic perspective, all those can be seen as the embodiments of the sense of history in the practice of historical
study. The problem of the sense of history has not been explored in the agendas of the analytical school and the
narrativist school in the field of historical theory. The present shift of the focus of historical theory can be taken
a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theoretical clarification of historical reason and the sense of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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